
一　序 言

 韓國政治文化具備公論性政治的特徵。當代韓國由於接受了西歐式的政治

制度，現代市民社會的公共議論空間佔有優勢。但是，一方面由於不能完全適

應純粹的西歐模式等國內各種政治原因，另一方面由於獨特的儒家式公論政治

文化的影響，當代韓國的公論性政治具有雙重構造的複合性。朝鮮時代的公論

性政治的傳統在向現代變化的過程中，通過v正斥邪運動顯示出相當大的威力

和大眾動員的力量1。

 在前現代時期，韓國從儒家式制度或政治文化的基礎上發展出了士紳階層

的公論性政治。現代化以來，儒家制度的支配宣告結束，取而代之的是從西歐

引進的制度。但是，在漫長歷史中形成的儒家文化和思考模式，即使在進入現

代之後仍未消失，甚至還頗有些劫後餘生的¹象2。 特別是在當代韓國政治文

化的主要溝通過程中，儒家的思維方式和話語仍然發揮Ä重要作用。例如，韓

國的政治文化繼承了朝鮮時代的公論性政治文化，知識份子批判政府的言論活

動有其獨特的特徵。在威權主義的軍事統治時期，批判性言論及大學或一部分

宗教界、在野黨的批判性活動就是公論政治的典型現象，這些批判言論和批判

活動是民主化運動的重要資源，因而得到了高度評價。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東亞地域形成了非儒家化的社會，在正式的制度範

圍內，再沒有人去實踐儒家的政治理想了。韓國採用了西歐的民主主義政治制

度和市民教育，因此，作為現代價值觀的自由、平等、民主、正義、發展等觀

念成為主流政治話語。但是，在西歐式市民社會的發育期間，依然存在Ä儒家

政治文化的影響。本文試圖探討在擺脫日本殖民主義統治以後的當代韓國政治

中，作為傳統要素的儒家式公論和作為西歐要素的市民社會公論，這兩者的原

理之間具有何種關係。對於當代韓國政治來說，這兩種公論的原理並非互相矛

盾，而是相互補充的。韓國接受了西歐民主主義和市民社會原理，即使是在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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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進行現代化的過程中，依然堅持了儒家傳統。本文試圖陳述公論政治和公共

領域在韓國政治文化的原型中發揮了何種影響，在接受了西歐市民社會公論性

的當代韓國社會N又是怎樣運作的。

當代東亞和韓國的政治並不存在儒家式公論的制度化場域。但是，由於在

政治文化的框架中，普遍存在的儒家文化意識和民間社會的傳統、以及次文化

團體等的活動，在市民社會的公域中經常會再現出儒家式的公論文化。與前現

代時期不同，儒家的社會勢力並不具備獨自的公論場域。另外，長期以來，儒

教的傳統社會基礎呈弱化現象。儘管如此，在民間社會的私域中，以祭祀和婚

姻等家族文化為基礎的儒家文化傳統依然根深柢固3。有時在士紳階層和小規模

的儒家社會團體中會出現輿論擴散的現象，有時由於權勢者有意圖的選擇和宣

傳而使儒教的政治文化得到推廣。但是，無論如何，儒家式公論政治的傳統成

為了韓國政治文化的最重要特徵。現代韓國的公論性政治文化中的政治議論，

雖然在第一義上根據西歐的制度和原理被開展起來，但同時也重視了儒學的邏

輯和思想，特別是在名份論的正統性議論和其他的理念以及圍繞體制的爭論

中，出現了西歐文化和東亞儒家文化相輔相成的現象。

在東亞社會N，一般均承認儒教政治文化的普遍性和廣泛影響。我們必須進

一步探討在具體狀況下，儒家政治文化是怎樣發揮作用，又是怎樣產生影響的。

筆者試圖在本文中，分析作為前現代儒教政治文化傳統的重要因素的公論政治和

儒教的公論性原理的概念內容，並說明它們究竟是怎樣為當代韓國社會所繼承，

又是怎樣產生影響的。為此，首先要考察從前現代就開始存在的儒家式公共領域

和公論政治的特性，其次闡述現代市民社會公論性的登場及其特徵。最後將擺脫

日本殖民主義統治以後在韓國當代政治中出現和發展的市民社會公共領域和公論

性的問題，作為圍繞正統性理念而出現的新、舊公論性的複合現象加以探討。

二　朝鮮的儒家式公共領域和儒家式公論政治

在東亞的舊儒家文明圈各國中，韓國的政治文化具有獨特的傳統，即這是

一種非常典型的公論性政治文化。朝鮮時代的儒家政治制度和文化的主要部

分，表現在士紳的公論性政治上。在朝鮮的公論政治文化中，在前現代的政治

過程N，士族階層的輿論和批判式言論行為起到了牽制政治權力以防止其擴張

和腐敗的作用，名份論產生了很強的道學式儒家文化。士紳政治在十五到十七

世紀之間朝鮮王朝發展過程中成型，是從王權與臣權之間對立和糾葛的旋渦N

浮現出來的，它可以被視為一種從儒教理想的標準來批判、改革政治社會的公

論性政治現象4。

朝鮮初期的儒家式公論政治傳統，肇始於由地方行政轄區內的士族所設

置、名叫「留鄉所」的自發性集會的場域。朝鮮初、中期的「留鄉所」是地方士族

根據儒家理念，對地方風俗、行政進行私人性批判活動的基礎，後來則成為得

到半正式性承認的自治行政公共領域。在十五至十六世紀的成宗和中宗執政

期，作為自治性地方行政機關的「留鄉所」，成為地方士大夫階層用以牽制中央

派遣的守令的一種勢力基礎，同時也是公論歸納的機關。李樹建的研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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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百年中國與世界 朝鮮的傳統公共領域是從與中國相同的行政機關中產生出來的5。士族根據儒家

理念，在具有變革志向、矢志要改變朝鮮社會性格的文士階層N，形成了地方

士紳交換意見、溝通思想的場所6。

朝鮮的公論政治產生於中央儒家式科層組織內部叫做三司的言官制度。由

司憲府、司諫院、弘文院構成的三司，是評論施政得失，對糾察鄉風和人事政

策等政事進行評論，判斷其是否正確的公共言論機關。但是，朝鮮的公論政治

通過以成宗期的趙光祖為首的士紳政治而正式拉開帷幕。到了這個時期，地方

士紳社會的公共言論，是通過從事言官職位的新進士林得以反應中央政治的。

而所謂的士禍即是新進士紳派以掀起公論的方式挑戰守舊官僚，從而引起反擊

的政變7。

十六世紀，以趙光祖為首的士紳勢力以言官職為立腳點，提出性理學的公

道論而牽制中央的勳舊功臣8。這時中央言官開始為士紳的言論代言。標榜道學

政治的趙光祖試圖促使己卯士紳通過朗官職而就任中央的言論性職位，以便將

士紳的公論推行到中央政治中去9。士紳派儒生上疏指出君主的過失，彈劾官僚

的非法行為。儒教的公論政治即使到了十七世紀，雖然是以朋黨間共存為前

提，並作為相互批判的原理而展開的，但依然僅限於指涉那些在野士紳的輿

論。像多達四次的士禍那樣，公論政治雖然受到權力階層的抵抗鎮壓，但是由

於道學主義理念的正當性，其動機和意圖的純粹性還是得到了承認。公論政治

通過從成宗期到宣祖期的言官職的擴大和強化，而使其基礎得到了鞏固，到十

七世紀中葉，在朝鮮的政治過程中確立了不可動搖的地位。

十八世紀以後，由於朝鮮政治混亂而導致的勢道政治和在地方行政中出現

的所謂三政的紊亂，以及英祖、正祖時期封鎖公論的蕩平政策，朝鮮公共領域

的功能急劇衰竭。後期的儒家式公論的場域，由行政轄區移至作為士族教育設

施的書院。士族進行書院和祠宇等兩班的組織活動，增強士族之間的團結和疏

通，以維持地域社會的基礎。他們以書院為中心主導地方鄉論，以促使社會的

統治體制安定化。特別是實施鄉約從而鞏固鄉村社會的保守性治理權bk。十八世

紀出現的濫設書院現象，說明了士族的公論場所由於自我分裂而弱化。特別是

畿湖士紳和嶺南士紳由於朋黨政治的分裂而分離開來，作為執權勢力的對抗勢

力而鞏固下來，由此嶺南士紳的公論政治被視為對中央權力的挑戰。另外，他

們中的一部分成為地方勢力的支援基礎，對於中央政治以儒疏的形式進行集體

性活動和表達意願bl。但是，十八世紀以後，以三司為中心的中央公論政治失去

機能，儒家式的公共領域走向衰退bm。十九世紀中葉，隨Ä大院君的改革政策的

推進，下達了廢除全國書院的命令，但事實上在私域中的書院並未能被廢止。

十九世紀末，傳統公共領域的書院成為儒林進行v正斥邪民族運動的立腳點。

三　近代韓國市民社會公共領域的形成和挫折

1876年對外開放口岸以後，朝鮮社會實現了商業化，引進現代貨幣制和銀

行系統，培育民族資本，並鋪設了現代交通和通信的線路網路，急劇變革的成

就有目共睹。從1880年代中期開始，開化派和朝鮮的統治階層開始通過設立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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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學校和教育機關、發行現代報紙、容許創辦基督教學校及設立教會等方式，

將現代西歐的制度和價值觀注入韓國社會。

到了1890年後半期，現代西歐市民社會的公共領域首次在朝鮮成型。從美

國歸國的開化派領袖徐在弼，創辦了最早的現代朝鮮語報紙《獨立新聞》及其姐

妹團體獨立協會，展開民眾啟蒙運動和改革運動。作為高級官僚社交圈（circle）

出現的獨立協會逐漸開放門戶，成為新知識階層的自發結社。可以說，《獨立新

聞》與《皇城新聞》、《每日新聞》、《帝國新聞》等開化派系列的報刊一起，為韓國

社會現代化輿論的形成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獨立新聞》、《皇城新聞》和《大韓

每日申報》成為新知識階層的改革主義和啟蒙主義的主要媒體，開始在舊韓國社

會N形成，傳播新的現代公論。《獨立新聞》後來在全國範圍內發行到三千份左

右，把商人、學生、新知識份子階層吸收到自己的讀者群N。

在《獨立新聞》和獨立協會從國家的控制之下獨立出來，發展為現代民間的

市民運動的過程中，討論會發揮了重大作用。獨立協會運動使民族的新興知識

份子層出不窮，並向他們灌輸了這樣的觀念，即對於建立現代國家來說，政治

性公論和公共領域具有關鍵的意義。獨立協會的激進改革主義者，試圖通過創

設政治的公共領域以及自己的黨派團體，以搶佔壟斷性地位的方式來使近代化

改革成功。但是，由於高宗採取了鎮壓措施，1899年1月獨立協會被解散，以後

市民社會的公共領域急劇弱化。日俄戰爭以後，大韓自強會通過愛國啟蒙運動

試圖恢復現代公共領域。但是，該組織未能在發展政治公論的同時，形成能夠

維護國家權力的政治向心力，從而也未能防止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

在十九世紀末期的現代韓國，形成了一種不安定的相異群體共存的狀態。

傳統公共領域的影響力隨Ä朝鮮王朝崩潰而急劇弱化。但是，以地方士紳為中

心的儒家式公論的場域卻一直存續到韓末時期，在v正斥邪運動和義兵運動中

發揮了精神凝聚力的作用。在東學運動這一時期，民眾的公共領域借助執綱所

的運動而氣勢大增，但最終受到政治權力的鎮壓而消聲隱¹。與此相反，現代

公共領域在現代結社和社會溝通活動（communication）的發展中找到了生長點，

但是，在十九世紀末期獨立協會解散以後，隨Ä《獨立新聞》的弱化，其政治機

能也隨之消失。

四　當代韓國市民社會的公共領域和公論性

（1）當代的議會政治制度和市民社會的公共領域

當代韓國因導入西歐式代議民主制而使傳統的公共領域失去其制度基礎。

另一方面，現代公共領域因現代性的言論、出版及社會團體的增加而開始成

長，但在國家權力面前直不起腰來的民間社會只能在名義上確立私人領域。然

而，從朝鮮王朝以來，在擁有強有力的公論政治傳統的韓國政治中，即使到了

當代，仍然可以看到對政治權力進行頗為可觀的牽制和批判的公論政治形態。

當代政治制度因按照西歐方式分為國家部門的議會政治和市民社會的政治領域

而分別運作，在與前現代不同的雙重性公論構造的基礎上開展公論政治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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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百年中國與世界 （politics of public opinion）bn。在設立國會這種代議制下的正式的公共領域之後，

當代韓國在制度層面形成了公論政治的凝聚力。但是，第一任總統李承晚不相

信國會的代議政治的機能，以朝鮮戰爭的危機為藉口進行了修憲活動，將總統

間接選舉制改為直接選舉制。韓國從日本殖民主義統治下解放出來之後，其議

會政治多次出現的不平衡性和統治權力的威權主義化傾向，因為只容忍有限的

多元主義而未能導致議會主義的發展bo。

在公論政治中，政治勢力之間的競爭不使用暴力，而是以選舉以及輿論支

持率來決定勝負，這正是代議制度的基本前提。但是，韓國的政治文化未能導

致對總統和行政府的統治行為進行建設性批判和審議的活動的安定化，議會對

公論因勢利導的技能，也因政治派閥之間圍繞特殊利益而展開的矛盾和鬥爭而

黯然失色。在人們眼N，議會並不是進行民主決策的論壇，而只是不得妥協文

化箇中三昧的政治人之間爭權奪利的決鬥場bp。

因此，當代韓國的公論政治是由作為市民社會內公共領域的大學、宗教

界、言論界的知識份子的批判式公論活動而推動的。於是，在當代韓國以反映

民意為宗旨的市民社會的公論政治，具有隨Ä市民社會公共領域自律性的增強

而愈加活躍的屬性bq。

行政府和執政黨想通過由上而下式的廣報、宣傳活動而壟斷輿論的支援，

但是這一企圖因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現實中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而失敗，結果適

得其反，反而是言論界和在野黨自下而上地展開了批判性公論。儒家式公論政

治雖然具有道學傳統，但還是受到批判性公論的影響，而市民社會的公論性具

有不妥協的改革志向。有時連市民社會的公論提倡者本身的行為動機也可以受

到懷疑。也就是說，他們的主張必須具備公益和公德的普遍性，但是這要求具

備高度的名份和正當性。另外，執政黨也廣泛開展積極的宣傳和廣報活動，當

出現危機時，則通過國民投票進行輿論政治，因此在野黨和市民團體要不斷主

張公論性也不是一件易事。

市民社會的公共領域在李承晚統治時期顯現出制度上的雛形，批判性言論

和在野黨的公論活動也持續不斷。但是，以50年代末的《京鄉新聞》停刊措施為

標誌，隨Ä政治權力加強其威權主義的控制力，批判性言論受到規制，公論場

所趨於萎縮。這種政治權力的壓制措施在60年代初「5．16」事件之後重新登場，

正如在1970年代初的「十月維新」宣布之後的《東亞日報》廣告事件所表明那樣，

壓制措施的反覆實行，使市民社會的公共領域變得氣息奄奄了br。

每當代議制民主主義和西歐的合理主義弱化時，威權主義政權都要求助於

儒家的政治文化，最典型的實例是朴正熙總統在政治維新時代提倡忠孝思想以

及韓國式民主主義論。朴總統執政的後半期重新引進儒家政治文化，採取了通

過忠孝思想和政治倫理的教育來創造臣民型政治文化的方式。為此，反對維新

體制的抵抗勢力在理念上強調民主和人權這些西歐價值，但在形態上則模仿了

朝鮮王朝的公論政治。正如朝鮮王朝的公論政治主導儒家社會知識份子階層的

輿論那樣，市民社會的大學、宗教界以及言論界的知識份子儘管受到鎮壓，但

還是舉起了堅決抵制的大旗。韓日會談期間，反對兩國關係正常化的在野力

量，再次強烈反抗三選修憲以後的朴總統。一方面宣布樹立維新體制，另一方

面以保安及經濟成長為藉口，採取一系列緊急措施來侵犯言論自由和基本人

儒家式公論政治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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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這些正是以威權主義式產業化為目的的開發獨裁體制的必然性要素，但

是，市民社會的公論政治因此而備受摧殘。

（2）市民社會的公論性和儒家式的公論性

市民社會的公論性通過市民社會公共領域中各種團體和個人活動，以及他

們的大眾媒體活動而保持活力。在十九世紀以前，儒家式的公論性佔有絕對優

勢的地位，到了二十世紀後半期以後，當代韓國社會的公論性則是由市民社會

的公論性執輿論之牛耳。市民社會的公論性的基本原理，一般包括強調個人自

由和言論自由的自由民主主義、從殖民地時代起一直受到重視的民族主義傳

統，以及保障人權和隱私等西歐現代性的基本原理。但是，在當代韓國，除此

以外有時也強調儒家式政治社會的價值理念。即在韓國市民社會的公論性往往

也包含一部分儒家式公論性原理。在正式的話語中，市民社會的公論政治是與

儒家式傳統文化完全不同的類型，與西歐式的批判活動如出一轍。但是，即使

在西歐制度的框架中，也還是經常可以發現潛藏於群眾社會底層的儒家式社會

心理，以及在政界和知識份子階層中一脈相承的儒家式話語行為的傳統。

從民眾生活方面來看，在私域中仍殘存Ä傳統領域，主要是繼承儒家式冠

婚喪祭禮儀的祭祀共同體的傳統。該傳統本身是構成私域的原理，無從形成公

共性的輿論。但是，儒家式言論由於支援、傳播傳統的價值和思考方式，即使

在發達的產業社會中也依然存在並發揮Ä作用。在現代政治中，作為社會勢力

的儒士階層雖然極度弱化，但是，在一般的輿論和言論上，儒家式政治文化依

然相當廣泛地周流於社會底層。

在現代社會，儒家式公論性的社會基礎可以說是存在於由家族和親戚組成

的網絡中。東亞社會按照儒家式慣習，通過家庭教育以及維持婚姻、祭祀等社

會制度來確保傳統儒家文化再生產的結構。另外，自發性結社團體也大都具有

因血緣或地緣關係而結合起來的共同體的特性，這些都與儒家的、保守的倫理

意識有Ä緊密聯繫。但是，在有亡國之恨的韓國當代政治中，傳統政治文化的

因素與現代性因素相比，處於絕對劣勢的地位。受現代西歐的影響而急劇變化

的韓國社會，一般對統治階層的傳統文化持否定態度，但儒家式公論性是個例

外，它因為具有與西歐公論性同樣的改革指向和批判權力的特徵，而被積極地

繼承下來。

五　當代韓國的公論政治與合法性爭論

（1）公論政治與合法性爭論

在當代韓國政治中，就政權的合法性和政策而展開的爭論，一直是市民社

會公論性的主要議題。朝鮮儒家式公論政治文化具有很濃厚的名份論色彩，具

有以儒家的為民執政和德治的理想為標準來裁決和批判現實政治的傾向。擺脫

日本殖民統治以後，在幾乎所有質疑權力合法性問題中，一方面有出於政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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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對於這種不妥協的儒家式公論政治的慣例，執政者採取了不是說服而是

壓服的對應措施，從而導致政局進一步緊張。

在1964年韓日會談之際，朴正熙政府遭遇了空前的執政危機。儘管大多數

公民都承認韓日兩國之間有必要建立外交關係，國會也通過了相關議案，但大

學和知識界則猛烈反對。從1963年3月到6月初，韓國的大學舉行了大規模反日

示威活動。學生們從5月開始提起以民族主義為主題的公論，漢城大學文理學院

的學生舉行「民族的民族主義葬禮儀式」，譴責軍人政權的反民族性。5月末，漢

城大學教授發表了收拾時局的決議文，間接支援學生的反政府運動。6月3日，

市民也加入了全國性的學生示威活動，約有十多萬人示威遊行。政府則宣布戒

嚴令，實施言論檢閱制，竭力防止民間反對輿論擴散bs。

60年代中期以大學為中心的反日民族主義的公論政治，因政府的戒嚴令而

被阻止，以後政府實施了有效的社會統制。在60年代對大學和知識階層產生了

重大影響的《思想界》，一方面開展了反對韓日會談和反對軍事革命的群眾運

動，另一方面提倡民主主義，開展了批判式公論活動。張俊河、咸錫憲等名人

兼批判性知識份子主導的《思想界》，不斷向政府的合法性提出挑戰。該刊從

60年代後半期起遭到鎮壓，在1970年被迫停刊。這是針對《思想界》登載的金芝

河的詩《五賊》被在野黨機關刊物《民主前線》轉載的事態所採取的措施，是對市

民社會的公論性的一記重錘反擊bt。

第三共和國在1963年和1967年的選舉中當選，相對而言在合法性上沒有甚

麼重大問題，但由於1969年朴總統為了實現三選而修憲，再次引起了市民公論

性的堅決抵抗。針對執政黨的三選修憲案，在野黨宣布進行反對修憲的全民鬥

爭，並投入了議會之外的鬥爭。對於市民社會的公論抵抗，朴政府進行了公民

投票，儘管在漢城市有53%的投票者表示反對，但修憲方案成功獲得了全國投票

者65.1%的多數支援。

對於1972年宣布的維新體制，在野的知識份子、宗教人士、舊政治家的同

盟勢力結成了「恢復民主國民會議」，以示對抗。但是，在言論和基本權利受到

極度限制的情況下，市民社會的公論性被削弱了。政府又於1975年初通過公民

投票，顯示統治體制的正當性，接Ä發布了九號緊急措施，以阻止大學和在野

人士的影響力ck。但是，在70年代維新體制下，對反對派輿論的極度鎮壓使政界

萎靡不振，引起了在野黨和知識份子階層的抵抗，結果導致了政治動盪。當

然，只有在批判性輿論承載高水準的合理性和道德性時，才能實現公論政治，

如果因黨利黨略，只是一味為反對而反對，並且提不出替代性方案的批判性活

動的話，就連那批判的合法性也將會受到懷疑。

維新初期，反對運動未達到有組織的大眾運動程度，以大學和教會為據點

的市民社會領導集團標榜西歐的自由民主主義和人權，並據此發起抵抗性公

論。這種類型在1987年圍繞第五共和國的直選制修憲而反覆呈現，在70年代中

成長起來的中產階層，支援由在野黨和一部分宗教界人士進行的民主化運

動，通過從5月末起進行的全民性的「6．10」民眾抗爭，對市民社會公論實行了

總動員。直選制的修憲案得以通過，韓國政治迎來了真正的民主化時期。此後各

種各樣的市民運動和言論活動都蓬勃發展，市民社會的公論性進入全盛期cl。

在當代韓國政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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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金大中政府的治下，借改革言路之名行控制言路之實，可想而知在

2002年總統選舉之前，針對執政黨的批判性言論勢必要白熾化。這是因為韓國

政治擁有公論政治的傳統，即重視對於政府統治政策和支配進行毫不留情的批

判性公論活動的強大言論媒體的傳統。

（2）市民社會的公論政治和儒家式公論性

在當代韓國政治中，除了士紳和成均館等特殊的社會利益團體，並不存在

任何在政界壟斷儒家式話語的團體和勢力。可以說，傳播當代韓國儒家政治文

化的媒體是教育和私域的生活文化。因此，當代韓國的七大政治文化指標——

威權主義、擬人主義、派閥主義、共同體意識、形式主義—名份主義、抵抗

性、民族主義——中的大部分內容，都是與傳統儒家政治文化有直接聯繫的cm。

當代韓國並不存在儒家式公論的獨立場所。但是，在佔優勢的公共領域

內，經常可以發現儒家式公論性以次文化的形態表現出來。儒家式的公論性與

市民社會相比，其弱點是不具備政治網絡。經過擺脫日本殖民主義統治以後的

產業化，地方農業社會的傳統部門迅速解體了。即使到了60-70年代，仍可發現

地方上有奉命投票等傳統臣民文化的痕¹，但隨Ä80年代以後城市化的進展，

傳統部門的規模顯著被縮小了。

當代韓國的官方理念是自由民主主義，但實質內容因反共產主義以及威權

主義而在相當程度上變質了。公論政治的傳統是在市民社會的政治文化中加入

儒家名份論的傳統，通過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理念主導對政治權力的批判cn。

儒家式的公論性基於東亞社會的家族文化，通過日常的儒家倫理意識得以

傳授。特別是在政治上、社會上具有重大意義的公共性事件發生之際，儒家式

的政治話語應運而再生，並對政治言論產生影響。暫且不論進行名份論批判的

儒家式公論政治的慣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適應當代韓國狀況的問題，無論

如何，它還是發揮了批判權力的作用。因此，對於從事公論性政治活動的人，

要求其必須具備通過精煉的現實分析，能夠對政治社會的實際狀況進行批判的

能力。在一般場合，孰為傳統，孰為現代，這種區別是很曖昧的。特別是在擺

脫日本殖民主義統治以後，圍繞政治權力的合法性而展開的爭論大都沒有得出

結論，政治議論出現了兩極分化co。1958年《京鄉新聞》的社論與一般報紙的論調

相同，始終對政府持反對、非難以及否定的態度。根據有關調查的資料，《京鄉

新聞》社論的62%都表達了反對政府政策的立場cp。

在野黨和民間言論對執政黨的政治領導人多次提出引咎免職之論，這彷彿

是朝鮮時代典型的上疏文化的再現。當然，在西歐民主政治中也有責任政治，

但韓國由在野黨和言論界提出要求撤換高級領導人的次數之多，是其他國家不

可相提並論的。在韓國政治中對公職人員的人事問題和政治人物的倫理問題提

起批判公論的慣例，實際上正是承襲了儒家式公論政治的餘緒。

在韓國的公論政治中，經過60年代的軍事革命時期和70年代的維新時期，

合法性爭論被集中地提出來了。就創造出韓國式產業化模型的朴正熙統治體制

的正當性，最近學界一方面對其有所肯定，但另一方面，對其侵害人權、歪曲

民主主義等行徑也有否定性的評價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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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韓國和東亞的市民社會的公論性，隨Ä產業市民社會的發達而日益強

化。但是，由於作為儒家式公論的載體的獨特政治制度在當代非常脆弱，所以

儒家式公論性並非獨立存在，而是與市民社會公論性結合在一起，並以補充市

民社會公論性的形式出現。如果說市民社會的公論性是佔優勢的類型，那麼儒

家式公論性則帶有次文化的派生性特徵。

因為在東亞不具備像西歐那樣強有力的市民社會政治文化的傳統，所以

國家的介入活動和宣傳等，對於市民社會公論性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相當大

的負面影響。因為傳統的、儒家式的社會價值體系一般以等級論為中心，所

以與自由主義者相比，威權主義國家對於傳統儒家話語的復興抱有很強烈的

關心。可以說，維新時期的忠孝思想和國民倫理教育就是最有代表性的實

例。

但是，儒家式的話語也未必就是統治者和國家的專利。因為在抵抗的象徵

符號和邏輯中也可以出現儒家式話語。像v正斥邪的反外勢邏輯就可以在進步

主義的言論和農民運動等社會運動中看到，在抵抗主義的文學和思想中也可以

發現傳統的儒家思想。因此，未必可以說抵抗是西歐式的，服從是儒家式的。

儒家的公論性是在同意型政治文化的框架中，把批判活動作為國政主要方針的

傳統時代的合理性政治文化。

雖然一般都按照西歐模式（即國家對市民社會的鬥爭）來講述韓國的民主

化，但筆者認為，這樣做卻使民主化和民主主義的問題與同意和說服割裂開

來，被矮化成簡單的權力鬥爭問題。儒家式批判的公論性也因無代替方案而具

有只是盲目進行批判的危險性。韓國是世界上要求更迭和調動高級官僚、長

官、總理最多的國家，這是韓國政府效率不高和無能的主要原因。執政黨和在

野黨的政治矛盾和議論文化的傳統不具備達成政治合意、提示代替性方案的能

力，而流於煽動過激的相互鬥爭，這也是儒家式公論性的一個消極側面cr。在

這樣的過程中，儒家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作為政治動員和批判的手段而被利用。

問題在於這種利用的結果，很可能會歪曲近代市民社會的政治，導致西歐式民

主制度的變質。

對於鞏固民主主義而言，正確地繼承傳統的要素與建構西歐式市民社會的

作業同樣重要。在清楚地認識了這兩者之間的差異以及共同點的基礎上，要防

止因錯誤地混用這些因素而導致不協調的問題發生。即有必要適當利用東亞社

會的合意政治的傳統，揚棄對抗性政治文化。不是靠訴諸群眾情緒和保守的價

值、濫用儒家式的象徵符號，而是應當正確地繼承儒家精神，並使之在民主的

政治過程中發揮作用。在正確探討儒家的公論性與現代產業社會以及市民社會

公論性框架之間的結合點的基礎上，可以實現東亞社會更加豐富多樣的發展與

民主化之間的協調。

張玉萍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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